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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权划分到司法权优化配置的改革历程前后大概历经 5 年时间。 在前两轮司法改革确立了较为完
善的审判组织与审判制度之后，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开始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 从 2007 年起，全
会报告以及最高院文件多次提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在此期间，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如 2007 年中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完善了民事再审制度、改革了审级制度，并将人民法院民事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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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 采用关键词检索，检索“审判辅助”，根据文件发布主体对结果进行筛选，发布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有
23 份。 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

































够回避这一问题。 三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引导。 作为第 4 轮司法改革的配套性文件，《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
革纲要（2014—2018）》中提到要“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
辅助人员结构”[10]。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要



















员。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陆续以“纲要”“通知”“意见”以及“规定”等形式发布过 23 份涉及“审判辅助”的规




计出现 37 次，“审判辅助工 作”或
“审判辅助性工作” 共计出现 8 次，
“审判辅助事务”或“审判辅助性事
务”共计出现 2 次，“审判辅助业务”
出现 1 次。 以上概念及频次表明，目
前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最高院已经








审 判 辅 助 工 作 人 员 类 别 与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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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的实施方案》提到：“要科学合理地考虑书记
员、司法警察等其他审判辅助人员数量构成比例的总体布局，保证审判工作的正常运作。 ”其中，审判辅助人员是包含法警的。 但是在《201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则明确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警察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根据 2016 年工
作报告的表述，审判辅助工作人员和法警是并列的，审判辅助人员并不涵盖法警。
次表明最高院在实践中通常将这一部分人定位为审判辅助人员。其中，“法官助理”共计出现 9 次，“书记员”共
计出现 5 次，“执行员”共计出现 2 次，“司法警察”或者“法警”共计出现 5 次。 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法警
出现的这 5 次中有 4 次明确将其归类为审判辅助人员，另有 1 次明确将法警排除在审判辅助人员之外①。
在这 23 份文件中，“审判辅助（性）事务”或“审判辅助业务”对应的具体事项及其频次如图 3 所示。















2014 年制定了《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广州市于 2015 年制定了《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湖北省于 2016 年制定了《湖北省法院系统雇员制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办
























































































































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的“审判机关”具有明确的规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23 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21 条、第 24 条、第 27
条与第 31 条分别规定了中国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在整体上确定了中国法院为“审判机关”，职能定位在于案件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此基础上则构建起同质化的圆柱体式 4 级法院结构 [15]，各级人民法院均有明确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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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赋予各级法院，在“司法权”与“审判权”之间留有极小的权力“空隙”。 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 3 条
















































































18 条第 2 款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 并对该行为的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24 条第 2 款也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法律强化了行政委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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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itimacy Control of the Judicial Assistant Business
Outsourcing of the Court
ZHOU Lin
（School of Law， Xiamen I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Judicial assistant business outsourcing reflects the basic people’s courts in our country is undergoing spontaneous reform
of assistant business configuration，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in the basic people’s court. The legal basis of this
kind of automatic power allocation reform is not to touch the core business of the trial. At the same time，due to the inherent
jurisdiction of the judicial assistant business and attributes of executive power，the ways of outsourcing ought to be have just value of
judicial power and efficiency valu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is regard，the people’s court can keep the power of making decision
and outsourcing the power of executing to preserve the legal bottom line.
Key words：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assistant business; outsourcing；the legitimac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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